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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一带一路”倡议已走过十年，不仅为世界减贫贡献了力量和智慧，更为中国减贫注入了强劲的动力。探讨“一带

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的统筹衔接，对推动当前新发展格局和高水平对外开放下的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剖析“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的关联机理，研究发现，两者存在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性、历史时空的继起并存性、模式效应

的协同耦合性。进一步从中国减贫治理的制度变迁实践中发现，“一带一路”内嵌于减贫治理制度之中，并沿着中国经济体制

改革的主线不断衔接发展。最后，基于共建“一带一路”的“五通”模式构建了“政策沟通—政策减贫、设施联通—设施减贫、贸

易畅通—贸易投资减贫、资金融通—金融减贫、民心相通—文化减贫”的“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的实现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减贫治理；统筹衔接；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3.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6-5877（2026）02-0081-06

The Belt and Road Empowers Rural Revitalization: A Study on the Coordinated

Connection Mechanism of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YUAN Yuan1, LIU Hui1, ZHOU Xiaowei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2. School of In‐

ternational Business, 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 Xi'an 710119, China)

Abstract: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after ten years, has not only contributed strength and wisdom to global

poverty reduction, but also injected strong momentum into China's fight against poverty. Exploring the integra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under the current new development pattern and high-level opening-up.

By analyzing the mechanism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the study concludes

that there exists an intrinsic unity of theoretical logic, historical and spatial succession, and synergistic coupling of

model effects between the two. Further, from the practice of institutional changes in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it is found that the "Belt and Road" is embedded in the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system and con‐

tinues to develop along the main line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Finally, based on the "Five-Pronged Ap‐

proach" model of jointly building the "Belt and Road", a path to realize the convergence of the Belt and Road and

China's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has been constructed, which is policy communication - policy poverty reduc‐

tion, facility connectivity - facility poverty reduction, trade facilitation - trade and investment poverty reduction, fi‐

nancial integration - financial poverty reduction, and people-to-people connectivity - cultural poverty reduction.

Key words: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Poverty reduction governance; Coordinated integration; Rural revit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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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银行公布的数据显示，

截至 2022年末，中国对沿线国家境外经贸合作区

投资累计 571.3亿美元，为东道国创造 42.1万个就

业岗位，约 4 000万人实现脱贫 [1]，预计 2030年，共

建“一带一路”将进一步推动全球 760万人摆脱极

端贫困、3 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 [2]。共建“一带

一路”的开放发展、合作发展与共同发展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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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世界发展中国家减贫贡献了中国智慧 [3]。

目前，学者大多聚焦于“一带一路”的国际减

贫视角。余淼杰等 [4]研究认为，中国与东盟在贸

易、投资、基础建设等方面的经济合作促进了双

边经济增长，并通过就业创造、贫困人口下降和

人均收入提升 3个方面降低了中国与东盟各国的

贫困率。张原 [5]提出，中国主要通过援助与投资，

并依托基础设施建设来推进沿线国家减贫，帮助

沿线国家由“输血式”救济减贫转向“造血式”减

贫。然而，关于“一带一路”与中国区域的减贫研

究较少。段秀芳等 [6]研究发现“一带一路”显著促

进了西部沿线省市的经济增长。贸易通达性是推

动边疆地区通过对外贸易合作实现精准扶贫的主

要路径 [7]，推动沿边城镇建设，是“一带一路”背景

下民族地区减贫的有效路径 [8]。

综上，学者对于“一带一路”国际减贫模式、机

制进行了较为详尽的探讨，对于“一带一路”与中

国减贫治理研究尚未成系统地讨论两者的深层衔

接关系，大多停留在思考建议上。本文边际贡献

在于：第一、系统性地构建了“一带一路”与中国

减贫治理衔接理论框架；第二、基于中国国民经

济发展实践探索了“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

衔接的制度基础；第三、基于“五通”模式探寻了

“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的实现路径。

1 “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

的逻辑关系

1.1 理论逻辑的内在统一

“一带一路”倡议的基本内涵是“五通三同”。

“五通”是指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

融通和民心相通的合作模式。“三同”是指利益共同

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的发展格局。倡议框

架思路是“五通”促“三同”，实现合作共赢。倡议是

在国际逆全球化贸易“脱钩”及国内经济新常态和供

给侧结构性改革的时代背景下提出的。一定意义

上，无论是对于世界还是中国而言，均能够通过共建

“一带一路”来实现经济融合和联动发展。减贫治理

的理论之源是共同富裕，理论之魂是以人民为中心，

现实之基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

现代化国家[9]。“一带一路”与减贫治理在实现共同

富裕的内涵上相通、互融、共促[10]。

1.2 历史时空的继起并存

第一、从时间维度来看。2013年，习近平总

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旨在发挥国内国际资

源联动效应，形成对外开放新格局。同年 11月，

习近平总书记首次作出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作

为新时代减贫治理的起点。清晰地看到，“一带

一路”与精准扶贫战略在时间上基本重合。2020
年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之后，减贫治理步入了成

果巩固拓展与乡村振兴协同推进阶段。与此同

时，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实行高水平对外

开放的新要求。2022年和 2024年，党的二十大和

二十届三中全会接连作出了提高中西部和东北地

区开放水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

战略部署。可以看出，脱贫成果巩固拓展同乡村

振兴衔接与高水平对外开放都处于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迈进共同富裕的减贫实践之中。由此，“一

带一路”与减贫治理在时间上继起。

第二、从空间维度来看。国务院发布的《推动

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

愿景与行动》划定了中国沿线区域范畴，包括东

南 5省、东北 3省和西部 10个省份。从区域布局

上看，西部地区占比 56%，可见倡议的提出着力于

西部经济发展。国家乡村振兴局公布的《全国

832个贫困县名单》覆盖 22个省份，大多位于中西

部。“一带一路”国内沿线与贫困划定区域有 13个
区域重叠，13个重叠区域占“一带一路”国内沿线

区域的 72%，占贫困区域的 60%，这说明“一带一

路”与减贫治理的对象高度重叠，在相互重叠的

13个区域内，西部地区占比 70%。可见，“一带一

路”与减贫治理在战略布局上有着根本关联，且

关联度最高的地区是西部地区。

由是观之，虽从表象上看，脱贫攻坚与乡村振

兴是国内的减贫战略，“一带一路”是国际的减贫

之举，但实质上，两者不仅提出的时间相呼应，瞄

准的对象也一致，因而在时空上并存暗合。

1.3 模式效应的协同耦合

在减贫模式上，“一带一路”通过与沿线国家

进行国际合作，促进各国经济发展，并带动沿线国

家减贫。对于中国贫困地区而言，采取基础设施、

产业升级、贸易合作和人文交流等合作模式同样可

以获得共建“一带一路”的经济溢出效应[11-12]。

为可视化对比共建“一带一路”对中国贫困地

区和非贫困地区的经济溢出效应，本文基于数据

的可得性，分析了各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在进

出口贸易和实际利用外资两个方面获得的经济溢

出效应。结果发现，各地区在共建“一带一路”的

推动下，均能够获得明显的经济溢出效应，而贫

困地区更为突出。具体而言，图 1显示，2013—
2022年，贫困地区与沿线各国贸易额的年均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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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 (13.77%)大于非贫困地区 (8.95%)。图 2显示，各

地区利用沿线各国外资额普遍较少，同时贫困地

区利用沿线各国外资额的年均增长率 (4.07%)低
于非贫困地区 (7.83%)。由于各地区利用沿线各

国外资额不到双边贸易额的 2%，因此，就贸易投

资总额而言，贫困地区贸易投资总额的年均增长

率 (13.63%)仍大于非贫困地区 (8.94%)。图 3进一

步分析了各地区与沿线各国的贸易投资总额对该

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拉动趋势，发现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长率

(10.01%)同样超过了非贫困地区(8.34%)。
基于此，共建“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协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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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的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涵盖了中国内地 30个省市 (鉴于数据可得性，研究未涉及西藏及港澳台地区 )，所用指标数据主

要来源于 2013—2022年各地区的统计年鉴与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图 2、图 3的数据来源同图 1。
Note: The poor and non-poor areas depicted in the figure cover 30 provinces and municipalities in mainland China(Tibet, Hong Kong, Macao,

and Taiwan are excluded due to data availability). Indicator data are primarily derived from regional statistical yearbooks and statistical bulletins on
nat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from 2013 to 2022. The data sources for Figures 2 and 3 are the same as those for Figure 1.

图 1 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的贸易增长趋势图

Fig. 1 Growth trends in trade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y poor and non-poor reg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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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利用“一带一路”国家外资额增长趋势图

Fig. 2 Growth trends in the utilization of foreign investment from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by poor and non-poor re⁃
gions by poor and non-poor regions

 

 

 
 

 

 

  

0 2 4 6 8 10 12 14

河北
山西

内蒙古
吉林

黑龙江
安徽
江西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海南
重庆
四川
贵州
云南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实际利用外资额/亿美元

贫
困
地
区

2013

2022

0 10 20 30 40 50 60 70

北京

天津

上海

辽宁

山东

江苏

浙江

广东

福建

实际利用外资额/亿美元

非
贫

困
地

区

2013

2022



84 东 北 农 业 科 学 51卷

耦合，通过合作共赢能够获得经济溢出效应，从而反

哺自身发展，带动减贫，实现区域均衡协调发展。

2 “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

的制度基础

2.1 中国减贫制度历史演变

1949—2020年，中国减贫治理始终围绕解决

绝对贫困问题展开，经历了减贫对象由特殊困难

群体向全体贫困人口聚焦，减贫区域由县到村再到

户逐级下沉，减贫模式由救济式扶贫向大规模开发

式扶贫再向精准扶贫深化，减贫机制由平均分配到

激发内生动力的演进。2020年后，中国减贫治理进

入相对贫困的新阶段，一方面要巩固拓展脱贫攻坚

成果，另一方面要进行相对贫困应对。“十四五”之后

乃至更长时期，相对贫困问题会普遍存在。减贫对

象由“不能满足生存需求的绝对贫困户转变为在物

质和生活条件上相较他人匮乏的相对贫困户”[13]；减

贫模式由重点针对农村精准扶贫的城乡分立扶贫转

向城乡一体化扶贫模式[14]；减贫机制由差异性、精准

化的综合开发式扶贫上升为多元化、发展性的开发

式扶贫和保障式扶贫的“双轮”驱动机制[15]。

2.2 “一带一路”与减贫治理的制度衔接

进一步梳理减贫制度的阶段特征，发现“救济

式—农村体制改革—八七扶贫攻坚带动的开发式

扶贫—小康社会建设视域下的综合开发式扶贫—

精准扶贫视域下的扶贫攻坚—脱贫巩固与乡村振

兴衔接及乡村全面振兴”的 6个减贫阶段分别与

“计划经济—计划经济向有计划商品经济转型—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高水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的经济体制改革阶段相对应。“一带一路”作

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组成部

分，也是农业国际合作发展的支撑平台。其内嵌

于“脱贫攻坚—脱贫成果巩固与乡村振兴衔接及

乡村全面振兴阶段”的减贫发展阶段，契合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

型的发展需求。“一带一路”以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图 3 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与“一带一路”国家贸易投资与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的散点图

Fig. 3 Scatter plot of trade and investment with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and rural residents′ disposable income in
poor and non-poor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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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念激发了农村地区改革、开放、发展的联动效

应，创造了良好的政策创新和体制机制改革环

境，推动了乡村振兴高质量发展 [16]。

综上所述，“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在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转变的阶段相衔接，且均以中国经济体制的变革为

主线。因此，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带一

路”与减贫治理存在统一和延续的制度基础。

3 “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衔接

的现实路径

目前，中国减贫治理已跨越了脱贫攻坚，走向

了乡村振兴的减贫之路。“五通”是中国获取“一

带一路”经济合作溢出效应的重要渠道。那么从

“五通”模式出发，探讨“一带一路”如何带动农业

农村发展，推动乡村全面振兴是“一带一路”与中

国减贫治理衔接的路径取向。

3.1 政策减贫：基础路径

政策沟通是合作共建的基本前提。政策沟通

可以消除政策壁垒、增强开放合作的政策协同，

是“一带一路”推动中国减贫的制度基础。农业

合作是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重点

领域。未来“一带一路”倡议与农业发展政策规

划统筹衔接的重点应放在“一带一路”农业合作

的方向上，为乡村全面振兴工作建立科学的政策

指引。对内加强农业农村财税政策落实，推动农

业“走出去”；对外加强与沿线重点国家的农业发

展规划对接，编制中亚、中非、中欧农业现代化合

作指导文件，推动农业合作不断深化，为农村地

区经济发展创造更多机遇。

3.2 设施减贫：保障路径

设施联通是互联互通的重要保障。设施联通

可以通过交通、物流等基础设施建设的连接，进而

改善农村地区生产生活环境，从而为农村地区贸

易投资合作提供互联互通的硬件支撑 [17]。一方面，

加大对农村地区的基础设施投资与建设，将资金、

技术、人才等要素“引进来”，为农村地区经济增长

提供内生动力。推进农村地区仓储、物流等农产

品基础设施建设，为畅通农村与“一带一路”地区

农产品贸易提供物质载体。另一方面，搭建智慧

农业合作平台，帮助农户和“一带一路”农业企业

跨越技术鸿沟，赋能农业现代化，让农村地区融入

并共享“一带一路”农业现代化发展红利。

3.3 贸易投资减贫：关键路径

贸易畅通依托基础设施建设完善和区域经济

合作环境不断优化，为农村地区贸易投资联动提

供了有效支撑。一方面，农村地区通过借助中欧

班列、自贸区建设带来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效应，

开展商贸物流合作，助力特色农产品出口，带动

地区经济增长。另一方面，鼓励农业企业以“一

带一路”境外农业合作示范区为依托，融入境外农

业产业链体系建设，推进农业领域对外开放。同时，

积极引导外商投资农业农村项目，参与中国农业农

村现代化建设，提升农业领域利用外资水平。比如，

推动贸易投资项目选址、原材料采购配套需求等方

面向农村地区倾斜，对接农村产业发展。

3.4 金融减贫：保证路径

为农村地区融入“一带一路”建设提供金融支

撑，是农村地区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的活力保

证。一方面，为农业企业在“一带一路”国家布局

提供信贷支持，引导海外资金流向国内的农业农

村发展项目，投向乡村振兴重大产业和重点领

域，比如“华侨要素回流工程”“青商回归工程”

等，调动更多金融资源流向农村地区，提升农村地

区经济发展的金融供给能力。另一方面，为自贸区

建设提供资金需求，解决中欧班列企业融资服务难

题，加大对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的金融支持。发展“班

列经济”“口岸经济”“枢纽经济”，为“一带一路”农业

发展的内外联通注入强劲金融动能。

3.5 文化减贫：认同路径

“一带一路”国内沿线，尤其是西部地区独具

地缘优势，是重要的文化交流、经济贸易枢纽。

一方面，在“一带一路”背景下，整合国内外教育

资源，加大对乡村教育投入，培养乡村精英和乡

村自治组织，为乡村建设提供智力支撑。另一方

面，促进农业文明交流与发展经验共享，带动农村

产业融合发展[18]。将农村特色的工艺美术、文化旅

游、演艺等民俗文化作为“一带一路”交流项目，实

现文化和贸易协同，增进双边政治互信和文化互

鉴。由此，文化交融是民心相通的基础，能够激活

农村文化资源，将其转化为农业合作效益，进而推

动农村文化产业发展，助力文化减贫。

4 结 语

从“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的统筹衔接的相

互作用关系、变迁主线和路径发展实际可以看出，

“一带一路”与中国减贫治理的统筹衔接具有理论逻

辑、历史逻辑和实践逻辑的逻辑统一性，符合习近平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逻辑架构。站在实

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目前“一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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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与相对贫困治理的衔接尚处于进一步探索研究

的起点，“一带一路”建设和乡村振兴衔接的科学体

系还需要深度提炼，让“一带一路”建设带来的投资

贸易、技术合作、民间交流、政策支持真正地融入乡

村振兴工程中的资源、产业、资本、人才、市场、制度

和治理体系中，为促进农村共同富裕，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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